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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提供者通知删除规则的归责基础与适

用构造

合格通知的效力与必要措施的比例性

赵跃

（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确立了通知删除规则，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确立了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的连带责任。实务对两者的关系把握不一：或者把通知删除当作独立的归责基础，认为只

要权利人发出通知、平台未删除，即应承担责任；或者把通知删除当作免责的避风港，认为平台只

要按通知处理即无过错。本文主张，通知删除规则在性质上是过错的证明机制，而非独立的归责基

础：合格通知到达后，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推定其此后知道侵权，就损害的扩大部分承担责

任；通知不合格的，不产生推定的效果。据此，通知的合格性应以初步证据与真实身份信息为要

件，必要措施应以比例原则为限，反通知的效力应使平台在合理期限内终止措施，错误通知的责任

应依过错与因果关系判断。算法推荐的出现，使“应当知道”的判断更为复杂，须以平台的预见能

力与控制能力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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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s of Liability and the Applicable Structure of the Notice-
and-Takedown Rule: The Effect of Qualified Notice and the

Proportionality of Necessar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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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hui Guoyun Law Firm, Hefei 230000, Anhui, China)

Abstract: Article 1195 of the Civil Code establishes the notice-and-takedown rule, while Article 1197 imposes joint
liability where the provider knows or ought to know of infringement. Practice diverges: some treat notice-and-takedown as an
independent basis of liability, so that failure to remove upon notice entails liability; some treat it as a safe harbor, so that
compliance with notice absolves faul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ule functions as a mechanism for proving fault rather than an
independent basis: once a qualified notice arrives, failure to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raises a presumption that the provider
subsequently knew of the infringement and is liable for the aggravated damage, while an unqualified notice produces no such
presumption. Accordingly, the qualification of notice should turn on prima facie evidence and real identity information,
necessary measures should be limited by proportionality, and counter-notice should lead to termination of measures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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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侵权具有即时性、扩散性与匿名性。权利人发现侵权内容后，若只能通过诉讼请

求删除，往往在判决作出前损害已经扩大；若径行要求平台删除，又可能因错误通知侵害

言论自由。通知删除规则，正是为平衡这两种风险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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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平台

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初步证据与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

及时采取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两条之间是什么关系，是本文的

核心问题。

实务中存在两种偏向。其一是独立归责说：认为通知删除本身就是归责基础，只要权

利人发出通知、平台未删除，即应承担责任，不必审查平台是否知道侵权。其二是避风港

说：认为平台只要按通知处理，即已尽义务，此后即使侵权继续，也不承担责任。两种偏

向，都误解了通知删除的功能。

本文的基本主张是：通知删除规则在性质上是过错的证明机制，而非独立的归责基

础。合格通知到达后，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推定其此后知道侵权，就损害的扩大部分

承担责任；通知不合格的，不产生推定的效果。据此，通知的合格性、措施的比例性、反

通知的效力、错误通知的责任，均须围绕这一功能展开。

被造谣、被盗图后如何通知平台删帖、通知应当写什么、平台不删怎么办，操作层面

的规则可参见“网上被人造谣、盗图、挂信息，怎么让平台删帖？”一文的梳理；本文不

重复操作的步骤，只讨论归责的基础、通知的要件与措施的限度。

二、归责基础的检讨

（一）严格责任说与过错责任说

关于平台的归责基础，学理上有严格责任说与过错责任说。严格责任说认为，平台从

侵权内容中获取流量利益，理应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只要侵权内容存在于其平台，即应

承担责任。过错责任说认为，平台只是信息的传输者，其对海量内容无从逐一审查，只有

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而未采取措施时，才承担责任。

我国立法采过错责任说。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为要

件，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以“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为要件，两者均以过错为基础。此

点，与国际上避风港规则的精神一致。

严格责任说的缺陷，在于成本的不合理分配。平台每日处理的信息以亿计，逐一审查

既不可能，也不经济；若课以严格责任，平台将倾向于过度删除，损害言论自由与信息流

通。过错责任说以过错为限，使平台的责任与其预见能力、控制能力相匹配，更为合理。

须注意，过错责任不等于低标准。平台的注意义务，随其规模、技术能力、内容的类

型而变化。对明显侵权的内容，平台应当主动采取措施；对需要专业判断的内容，平台可

以依通知处理。义务的层次化，是过错责任的内在要求。

https://wjorg.com/article/wangshang-bei-zaoyao-zenme-rang-pingtai-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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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知规则的功能

通知删除规则的功能，不是创设新的归责基础，而是提供过错的证明机制。其运作逻

辑是：权利人发出合格通知，使平台获得侵权的事实认知；平台未采取措施，表明其对此

后的损害持放任态度；据此推定其有过错，就扩大的部分承担责任。

这一机制的价值，在于解决“应当知道”的证明难题。侵权内容是否明显、平台是否

应当发现，往往难以证明；通知使认知具体化，使过错的判断有了客观的基准。故通知的

作用，是使“应当知道”转化为“实际知道”，而非替代过错的判断。

须注意，通知的效力限于此后。平台对通知到达前的损害，不因通知而承担责任，除

非权利人能证明其此前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此点，是“损害的扩大部分”这一表述的

含义所在：责任的范围，以通知到达为分界。

还须注意，通知不产生当然的删除义务。平台接到通知后，仍须审查通知的合格性；

通知不合格的，平台可以不采取措施，且不承担此后扩大的责任。此点，是防止权利人滥

用通知、损害言论自由的必要安排。

实务中，有的判决认为，只要权利人发出通知，平台即有删除义务，未删除即应承担

责任，不问通知是否合格。此种处理，混淆了通知的效力与通知的合格性，将使平台沦为

权利人的执行工具，也使错误通知的责任无从追究。

（三）与避风港的关系

避风港规则，源于对平台责任的限制：平台不因用户上传的内容而当然承担责任，只

要其在知道侵权后及时采取措施，即可免责。我国民法典虽未使用“避风港”一词，但其

规则精神体现在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之中。

避风港的核心，是“通知—删除”的免责效果。平台接到合格通知后及时采取措施

的，对采取措施后的损害不承担责任；未采取措施的，对扩大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免责

与责任，以是否及时采取措施为分界。

须注意，避风港不是绝对的免责。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即使未收到通知，也

应当采取措施；未采取的，仍应承担责任。此点，是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的独立价值：它

不以通知为前提，而以知道为要件。

还须注意，避风港不适用于特定的情形。例如，平台与用户共同实施侵权、平台教唆

或者帮助侵权、平台从侵权中直接获取经济利益且未尽审查义务的，不适用避风港。此

点，是避风港的例外，也是防止其被滥用的必要安排。

（四）平台类型的区分

网络服务提供者并非同质的概念。按其功能，可以分为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信息存

储空间服务提供者、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内容服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不同类型的主

体，其注意义务与责任规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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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接入服务，仅提供传输通道，对传输的内容无从控制；其义务限于在接到通知后

采取措施，责任限于通知后的扩大部分。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为用户提供存储，对内容有

一定的控制能力；其义务包括接到通知后删除、对明显侵权主动处理。

搜索链接服务，通过算法索引第三方内容；其义务限于断开链接，不承担删除原始内

容的义务。内容服务平台，自行组织内容或者对内容进行编辑推荐，其控制能力最强，注

意义务也最高，甚至可能被认定为内容的发布者。

电子商务平台，兼具交易撮合与信息发布的功能，其义务由电子商务法专门规定，包

括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审核、对侵权通知的处理、对明知侵权的不作为责任。其规则较

一般平台更为严格。

须注意，类型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同一平台可能兼具多种功能，例如既提供存储，又

提供搜索，还提供推荐；此时应当按其具体的功能，分别确定义务。功能的混合，不导致

义务的抵销，而是义务的叠加。

三、合格通知的要件

（一）形式要件

依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

份信息。两项是法定要件，缺一不可。

真实身份信息，包括权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身份证件或者营业执照的复

印件。其功能，是使平台能够核实通知的真实性，也使被通知人能够在反通知或者诉讼中

找到对方。身份不明或者虚假的，通知不合格。

初步证据，包括权利归属的证明与侵权事实的证明。权利归属的证明，如著作权登记

证书、商标注册证、作品原稿；侵权事实的证明，如侵权内容的截图、链接、比对说明。

证据无须达到确凿的程度，但须使平台能够初步判断侵权的可能存在。

须注意，通知的形式。法律未限定通知的形式，书面、电子邮件、平台提供的在线表

单均可。但为便于核实与留存，平台可以要求以特定形式提出；该要求不得成为阻碍通知

的障碍，平台应当提供便捷的渠道。

实务中，有的平台要求权利人提供公证书、鉴定意见等超出“初步证据”的材料。此

种要求不当。初步证据的标准低于诉讼证明，其功能是使平台形成初步判断，而非终局认

定；过高的要求，将使通知制度形同虚设。

（二）人格权与著作权的差异

通知删除规则适用于各类民事权益，但不同类型的权益，其通知的要件与审查的标准

不同。人格权与著作权的差异，最为典型。

人格权侵权的通知，重点在侵权事实的明显性。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的侵权，往

往无须专业判断，平台可以依据通知的内容作出判断；故通知的要件可以简化，平台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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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义务可以加重。

著作权侵权的通知，重点在权属的证明与合理使用的判断。权属的证明，需要著作权

登记、创作底稿、发表时间等材料；合理使用的判断，涉及引用目的、引用比例、对市场

的影响，需要专业判断。故通知的要件应当严格，平台的审查义务可以减轻。

须注意，著作权通知中的“通知—删除”滥用。有的权利人利用通知删除规则，对竞

争对手的合法内容发出通知，迫使平台删除，以获取竞争优势。此种行为，构成错误通

知，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

还须注意，人格权通知中的公共利益考量。涉及公众人物、公共事件的报道，可能侵

害名誉权，但也可能属于舆论监督；平台在处理此类通知时，应当权衡表达自由与人格保

护，不宜一律删除。此点，是比例原则在人格权领域的具体运用。

（三）实质要件

实质要件，是通知的内容须具体、明确。具体，指通知应当指明侵权内容的准确位

置，如具体的链接、账号、发布时间；明确，指通知应当说明侵权的类型与理由，如侵害

著作权、名誉权、隐私权。

位置的具体，是平台采取措施的前提。海量内容中，平台无从凭“某平台有侵权内

容”的概括表述定位；通知未指明位置的，平台可以要求补充。补充后仍不明确的，通知

不合格。

须注意，理由的说明。通知应当说明侵权的事实与依据，不能仅表示“侵权”。理由

的说明，使平台能够判断侵权是否明显，也使得被通知人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反通知。理

由空泛的，平台可以要求补充。

还须注意，多项内容的通知。权利人针对同一平台的多项侵权内容，可以一并通知，

但应当逐项列明位置与理由。概括列举、不予区分的，平台可以要求重新提出；重新提出

前的期间，不计算在“及时”之内。

（四）不合格通知的效力

不合格的通知，不产生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的效力。平台可以不采取措施，且不承担

此后扩大的责任；但平台已经知道侵权的，仍应依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承担责任。此点，

是两条规则的衔接。

须注意，平台的通知义务。平台收到不合格通知的，应当告知权利人不合格的事由，

并告知补正的方式；不得径行不理，也不得径行删除。告知的功能，是使权利人有机会补

正，也使程序透明。

实务中，有的平台以“通知不合格”为由，长期不作处理，致使损害扩大。此种处

理，虽不产生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的责任，但可能构成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的“应当知

道”；平台不能以形式的瑕疵，规避实质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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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须注意，补正后的效力。权利人补正后，通知自补正到达时生效；此前的期间，不

计算在“及时”之内。此点，是补正制度的必然结果，也是平台与权利人利益的平衡。

（五）转送义务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平台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

关网络用户。转送是法定义务，其功能是使用户知悉通知的内容，有机会提出反通知或者

自行删除。

转送的方式，可以是站内信、电子邮件、短信；转送的内容，应当包括通知的全文或

者要点、反通知的途径与期限。转送不及时或者不完整的，平台不能以“用户未回应”为

由主张免责。

须注意，转送与措施的关系。转送与采取措施，是两项独立的义务；平台不得以“已

转送、等待用户回应”为由，延迟采取措施。转送的同时，平台应当根据初步证据判断是

否需要采取措施。

还须注意，无法转送的处理。用户注销账号、联系方式失效，致使无法转送的，平台

应当记录并说明；此时仍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不能以无法转送为由不处理。此点，是义务

的独立性。

四、必要措施的判断

（一）措施的类型

民法典列举了三类措施：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并以“等必要措施”兜底。三类措

施的强度不同：删除是永久移除，强度最高；屏蔽是使特定区域或者特定用户无法访问，

强度居中；断开链接是使链接失效，强度最低。

措施的选择，应当与侵权的性质、范围、后果相适应。对明显侵权、损害严重的内

容，可以删除；对侵权与否尚需判断的内容，可以断开链接，待判断后再作处理；对反复

侵权、批量侵权的内容，可以采取限制账号功能、终止服务等措施。

须注意，措施的临时性。断开链接、屏蔽等措施，在争议解决后应当恢复；平台不得

以措施已采取为由，长期不予恢复。恢复的义务，与采取的义务同样重要。

还须注意，措施的记录。平台应当记录采取措施的时间、类型、范围与依据，以备核

查。记录的功能，是使责任的判断有据可查，也使平台的裁量受到约束。

（二）比例原则

必要措施的选择，应当遵循比例原则。适当性要求措施能够实现制止侵权的目的；必

要性要求在多种措施中，选择对言论自由损害最小的方式；均衡性要求措施所带来的利

益，与对用户的损害相当。

适当性的判断，以制止侵权为标准。措施不足以制止侵权的，如仅断开某一链接而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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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内容仍在其他链接存在，不构成适当；措施超出制止侵权的需要，如因一条侵权信息而

关闭整个账号，不构成必要。

必要性的判断，须考虑替代方案。删除与断开链接均能制止侵权的，应当选择断开链

接，因为其对言论自由的损害较小；屏蔽特定区域即可实现目的的，不应当全国屏蔽。替

代方案的存在，是必要性判断的核心。

均衡性的判断，须权衡双方的利益。权利人要求删除的诉求，与用户表达自由的利

益，应当在同一层面上权衡；侵权情节轻微、损害有限的，不宜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此

点，是比例原则的实质要求。

须注意，比例原则不适用于明显侵权的情形。对明显侵权的内容，如淫秽色情、暴力

恐怖、明显诽谤，平台应当直接删除，不必权衡；权衡的空间，限于侵权与否尚需判断的

情形。

（三）采取措施的时点

“及时”是法定要求，但法律未规定具体的时限。判断的标准，是平台在处理同类通

知时通常所需的时间；考虑的因素，包括通知的复杂程度、内容的数量、平台的技术能

力。

实务中，法院多参照行业惯例确定时限。一般而言，简单明确的通知，应当在二十四

小时至四十八小时内处理；复杂、需要判断的通知，可以在一周内处理；涉及重大公共利

益的，应当立即处理。

须注意，时限的起算。以通知到达平台的时间为准，而非权利人发出的时间；平台内

部流转的时间，计算在时限之内。平台不得以“内部审批”为由，延长时限。

还须注意，节假日的影响。节假日期间，平台的响应能力下降，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但延长的幅度应当合理，不能以节假日为由长期不处理。此点，是时限判断的弹性空间。

（四）电子商务平台的特殊规则

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三条，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知识产权通知删除作了专门

规定。其规则与民法典基本一致，但有三点差异：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平

台应当及时公示通知与处理结果；错误通知应当加倍承担赔偿责任。

加倍赔偿的规定，体现了对恶意通知的遏制。电子商务领域的通知删除，常被用于打

击竞争对手；加倍赔偿的威慑，使权利人在发出通知时更为谨慎。此点，是立法者对平台

经济特点的回应。

须注意，加倍赔偿的适用条件。须具备三项：通知错误、造成损失、权利人存在过

错。三项具备，方可在实际损失的基础上加倍；仅通知错误而无损失的，不适用加倍。

还须注意，公示义务的意义。公示使通知与处理的过程透明，便于社会监督，也便于

其他经营者了解权利边界。平台未履行公示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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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行政处罚，也可以是民事赔偿。

实务中，有的平台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示通知的内容。此种处理不当。公示

的对象是通知的存在与处理的结果，而非通知的全部内容；涉及商业秘密的部分，可以脱

敏处理，但不能整体拒绝。

五、反通知与错误通知

（一）反通知的效力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平台提交不存

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声明应当包括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及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平

台接到声明后，应当转送权利人，并告知其可以投诉或者起诉。

反通知的功能，是使用户获得抗辩的机会，防止权利人滥用通知。其效力是：平台在

转送声明到达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提起诉讼的通知的，应

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

须注意，合理期限的设置。法律未规定具体期限，实务中可以参照十五日至三十日。

期限过短，权利人来不及投诉或者起诉；期限过长，用户的表达自由长期受限。期限的确

定，应当兼顾两者。

还须注意，终止措施的后果。终止后，侵权内容恢复，权利人认为仍有侵权的，可以

再次通知，或者提起诉讼；平台不得以“已终止”为由，拒绝再次处理。此点，是通知与

反通知的循环机制。

（二）错误通知的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平台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款确立了错误通知的责任，其性质是过错责任，须具备过

错、损害与因果关系。

过错的判断，以权利人是否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为标准。权利人在通知前，应当核实

权利归属与侵权事实；未核实即发出通知，或者明知不侵权仍发出通知的，构成过错。

须注意，错误通知与恶意通知的区分。错误通知是过失所致，恶意通知是故意所致；

两者在责任的范围上不同：恶意通知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过失通知的，只赔偿实际

损失。此点，是主观状态的区分。

还须注意，平台的追偿权。平台因错误通知向用户承担赔偿后，可以向发出错误通知

的权利人追偿。追偿的依据，是平台与权利人之间的责任分担；追偿的范围，以平台实际

承担的赔偿为限。

（三）等待期的设置

等待期，指平台接到反通知后、终止措施前的时间。其功能，是给权利人留出投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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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起诉的时间，避免侵权内容在争议未决时恢复。等待期的设置，是通知删除规则的重要

组成部分。

等待期的长度，应当合理。过短，权利人来不及行动；过长，用户的表达自由受限。

本文主张，一般情形下为十五日；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人身权益的，可以缩短至七日；

涉及复杂著作权争议的，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须注意，等待期内的措施。等待期内，平台应当维持已经采取的措施，不得提前恢

复；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起诉的，措施继续维持，直至争议解决。此点，是等待期的效

力。

还须注意，等待期的例外。侵权内容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淫秽色情等严重违法

的，不适用等待期，平台应当直接删除，不得恢复。此点，是公共利益的优先。

六、与应当知道的关系

（一）红旗标准

红旗标准，指侵权事实像一面红旗一样明显，平台不可能不知道。其适用，不要求权

利人发出通知，只要侵权明显，平台未采取措施，即应承担责任。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九十七条的“应当知道”，即包含这一标准。

红旗的认定，须具备两项：侵权事实明显；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前者是客观标

准，后者是主观标准。两项具备，平台即应承担责任，不得以“未收到通知”抗辩。

须注意，红旗标准的适用范围。其适用于明显侵权的情形，如热播影视剧的完整盗

版、知名作品的全文抄袭、明显的诽谤与侮辱；不适用于需要专业判断的情形，如合理使

用的判断、独创性的判断。

还须注意，红旗标准与通知规则的关系。两者是并列的归责路径：通知规则以通知为

前提，红旗标准不以通知为前提；两者可以并用，但不能相互替代。权利人可以选择其一

主张，法院应当分别审查。

（二）禁令与通知的关系

人格权侵害禁令，是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确立的救济方式：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

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

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禁令与通知删除，都是及时制止侵权的手段，但两者性质不同。禁令是司法措施，由

法院作出，具有强制力；通知删除是私力救济，由权利人发出，依赖平台的配合。两者的

选择，取决于侵权的紧迫性与证据的充分性。

须注意，禁令的对象。禁令针对的是行为人，即内容的发布者；平台不是行为人，不

能成为禁令的对象。但禁令可以要求平台协助执行，例如删除已经发布的内容；协助的范

围，以执行禁令所必需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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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须注意，禁令与通知的衔接。权利人在申请禁令前，可以先发出通知，要求平台删

除；平台未处理的，可以作为禁令申请的理由之一。禁令作出后，平台应当依禁令采取措

施，不再适用通知删除的程序。此点，是两种手段的先后关系。

（三）算法推荐的影响

算法推荐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平台通过算法向用户推送内容，其对内容的控制能

力增强，对内容的了解程度提高；相应的，其注意义务也应当提高。此点，是技术发展对

归责规则的影响。

本文主张，算法推荐平台的注意义务，应当高于单纯的信息存储平台。理由是：推荐

行为使侵权内容获得更广的传播，平台从推荐中获得流量利益；利益与风险应当匹配，故

其应承担更高的审查义务。

须注意，审查义务的限度。算法推荐的内容海量，要求逐一审查既不现实，也不经

济；平台的义务，是针对已知的侵权类型建立过滤机制，对重复侵权的账号采取限制措

施，对明显侵权的内容主动拦截。此点，是义务的层次化。

还须注意，算法的不透明性。平台的推荐算法属于商业秘密，权利人与法院难以知

悉；在诉讼中，可以要求平台说明推荐的基本逻辑与已经采取的过滤措施，平台无正当理

由拒不说明的，可以推定其未尽义务。此点，是证明妨碍规则在算法场景中的运用。

（四）跨境平台的处理

跨境平台的处理，涉及管辖与执行两个难题。管辖方面，侵权结果发生地的法院可以

管辖；平台在境内无住所的，可以向其境内代表机构送达，或者通过司法协助途径送达。

执行方面，判决的效力及于平台在境内的财产与业务，境外部分须通过承认与执行程序。

须注意，跨境平台的通知处理。权利人向境外平台发出通知，平台不予处理的，权利

人可以在境内起诉，请求平台采取措施；法院判决后，可以要求其境内机构协助执行。此

点，是管辖与执行的衔接。

还须注意，法律适用的差异。不同法域对通知删除的规则不同，有的要求严格的通知

要件，有的侧重平台的主动审查；权利人在跨境维权时，应当了解目标法域的规则，避免

因程序不符而落空。

（五）与平台自治的关系

平台自治，指平台通过用户协议、社区规则、技术手段，对内容进行管理。自治的范

围包括：内容的审核标准、违规的处理方式、申诉的渠道。自治的功能，是弥补法律的滞

后，回应急速变化的技术环境。

自治与法定的关系，是补充而非替代。平台可以制定高于法定标准的管理规则，但不

得低于法定标准；可以设置更便捷的通知渠道，但不得限制权利人的法定权利。此点，是

自治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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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注意，自治规则的效力。用户协议中的免责条款，免除平台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

成损害的责任的，无效；限制用户主要权利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示，未提示的不产生效

力。此点，是格式条款规制的运用。

还须注意，自治的监督。平台的自治规则应当公开，处理的结果应当可申诉；行业协

会可以制定自律规范，监管部门可以提出指导意见。多元的监督，使自治不至于成为恣

意。

（六）类案的统一

通知删除的案件，裁判尺度差异明显。同样的通知，有的法院认定合格，有的认定不

合格；同样的时限，有的认定及时，有的认定迟延。差异的根源，在于要件与标准的把握

不一。

统一的方向，是统一要件的审查顺序，而非统一结论。顺序为：通知是否合格、平台

是否及时转送、是否采取必要措施、措施是否适当、反通知是否有效、责任范围如何确

定。顺序统一，结论自然趋同。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若干争点：初步证据的具体要求；及时的

一般时限；比例原则的适用方法；算法推荐平台的注意义务。规则明确，才能减少争议，

也才能为平台提供行为的预期。

还须强调说理的完整。认定平台承担责任的判决，应当说明通知的合格性、平台的过

错、因果关系的成立；认定免责的，应当说明其已尽注意义务的具体表现。仅以“未尽审

查义务”一语带过，难以服人，也难以指导实践。

（七）举证责任的分配

通知删除案件的举证责任，按要件分配。权利人主张平台承担责任的，应当证明：其

享有权利、通知已到达平台、通知合格、平台未采取措施或者措施不及时。平台主张免责

的，应当证明：其已及时转送、已采取必要措施、措施与侵权相当。

须注意，平台的控制优势。通知的处理记录、措施的采取时间、内部的审核流程，均

由平台掌握；权利人难以取得。故平台应当就上述事项举证，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其未

及时处理或者未采取措施。此点，是证明妨碍规则的具体运用。

还须注意，损害的证明。权利人主张赔偿的，应当证明损害的存在与数额；难以证明

具体数额的，法院可以根据侵权的范围、影响、平台的过错程度酌定。酌定不是任意，应

当说明酌定的依据与考虑的因素。

此外，通知删除的规则还应当与网络实名制相衔接。实名制使侵权人的身份可查，为

权利人后续起诉提供条件；平台应当核验用户的身份信息，未核验致权利人无法追责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此点，是事前管理与事后救济的结合。

最后须强调，规则的适用应当保持技术中立。技术形态不断变化，从论坛、博客到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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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直播，从人工编辑到算法推荐；规则的解释应当把握其功能，而非拘泥于形态。功

能相同者，规则相同；功能不同者，规则相应调整。技术中立，是规则生命力的保障。

还有一点须指出：通知删除的规则，应当与网络诚信建设相互支撑。权利人诚信通

知，平台诚信处理，用户诚信表达，三者共同构成网络空间的秩序。任何一方的失信，都

将使规则失效；故在完善规则的同时，亦应加强诚信的引导与失信的惩戒。

七、结语

通知删除规则，是网络侵权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其功能的实现，取决于归责基础的准

确把握与适用要件的精细构造。基础不准，则或者责任过重，或者救济落空。

本文的三个主张，都围绕这一把握展开。性质上，通知删除是过错的证明机制，而非

独立的归责基础，故责任的成立仍须以过错为要件；要件上，通知须具备初步证据与真实

身份信息，不合格的通知不产生推定效果；措施上，必要措施须遵循比例原则，以对言论

自由损害最小的方式实现制止侵权的目的。

对裁判者而言，这一框架的实益是使审理有了顺序：先审查通知是否合格；再审查平

台是否及时采取措施；再审查措施的适当性与必要性；再审查反通知的效力与等待期的设

置；最后确定责任的范围与主体。五步依次展开，结论自然清晰。

最后须指出，网络侵权的治理，不能仅靠事后的责任。平台的自治、行业的规范、技

术的过滤，都是治理的组成部分。司法的作用，在于通过个案的裁判，划定注意义务的边

界，传递清晰的信号：平台不是内容的创造者，但也不是责任的绝缘体；其义务与其能力

相匹配，其责任与其过错相当。这一信号的传递，无法由一次裁判完成，而须在每一个具

体案件中，通过细致的说理与均衡的裁量逐步实现；也正是在这种传递中，通知删除规则

才能从制度的移植，走向本土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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